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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华

孔子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
理情怀，因而他对山中的鸟、水中
的鱼都能持一种节用态度，反对乱
捕乱杀。《论语 · 述而第七》 记录
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
孔子捕鱼用钓竿而不用网，用带生
丝的箭射鸟却不射杀巢宿的鸟。这
里揭示了孔子的资源节用观。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的时代，野
生动植物资源是相当丰富的，老百姓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捕鱼狩猎是
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孔子去
河边钓鱼或去山上射鸟正是参加劳
动、维持基本生活的表现，不存在今
天说的捕杀野生动物问题。

为什么孔子主张用竹竿钓鱼不用
绳网捕鱼，用带生丝的箭射鸟却不射
杀巢宿的鸟？这是因为用绳网捕鱼可
对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射杀巢
宿的鸟也会大大小小一巢打尽。这样
一来就破坏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既会造成资源枯竭，也会阻塞老
百姓的靠捕鱼狩猎为生的生存之道，
是一种不仁的行径，所以孔子加以反
对。当然，这种生态资源节用观也体
现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
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而反对毁灭
野生资源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对可再生
资源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发展战
略思想。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
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
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
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治理
千乘之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
欺，节用资源，爱护众人，用工不
违农时。可见，敬事、诚信、节
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
畴，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
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作为

“五美”（五种美德） 之首，这表面
上是对君子而言，实际上也是对统
治者的道德要求。

当然，孔子亦将节用作为仁人
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
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
求安。”因为饮食太饱势必多消费
粮食，居住太舒适势必耗费过多的
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

做到节用，故为君子所不取。孔子
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节约
而犯过错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他又
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
逊也，宁固。”奢侈就显得不恭顺，
俭朴就显得简陋；与其不恭顺，宁
可简陋。孔子主张节俭，反对奢
侈，哪怕别人说自己简陋亦无妨。
本来“礼”是儒家很看重的，但孔
子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的
主张，认为就一般的礼仪来说，与
其奢侈浪费，宁可俭朴一些好。孔
子讲节用俭朴不仅仅是在理论上
讲，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据 《论
语 · 子罕第九》 记载，一次孔子想
搬到九夷去住，有人对他说：“那
个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呢？”
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
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正
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
好注脚。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生活
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
修养、君子人格，不追求外在的生
活奢侈、豪华气派。因为他自己出
身 贫 贱 ， 知 道 民 众 疾 苦 ， 他 讲

“俭，吾从众”，既然大家都这样俭
省，我也应该跟大家一样节俭，这
说明孔子的确是一个节俭意识很强
的思想家。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在
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直接可用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减少民众疾
苦，维持日常生活，以及对生态资
源保护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今天，
虽然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
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为了保护生
态环境，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生态
节用消费观。节约光荣，浪费可
耻，这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
生态伦理规范。我们说当今全球性
的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过多地追
求高消费，不注意节用，是有直接
关系的。想想孔子“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生
态消费理念，这岂不也是“乐亦在
其中”的事情吗？

孔子“弋不射宿”
的资源节用观

□王皓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
思想，无疑就是佛教。如日本学者小林正美
在 《六朝佛教思想研究》 中所揭示的，佛教
与儒教相协调，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消
除了对佛教的抵触情绪，同时获得了信奉儒
教的统治者的认可。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方式有多种说法，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西汉末或东汉初，开始仅
仅在王室皇族之间流传，东晋以后，信众扩展
至士大夫和一般百姓。不过，随着士大夫阶层
出现出家者，佛教开始被部分人视为社会问
题，参照三国牟子 《理惑论》 可知，其攻击佛
教最常见的观点，就是佛教的削发、出家不娶
等做法违反了儒教伦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
题。针对此类指责，佛教的信者也进行了反
驳，其依据的也是儒教经典。

如 依 据 《孝 经》 引 出 的 论 证 ，《孝 经》
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
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反对佛教的人常引用前半句说佛
教与儒教伦理不容，而东晋孙绰则在 《喻道
论》 之中强调说，佛教能让人“立身行道”，
这才是最大的孝。

不仅如此，佛教信者进一步指出，出家
者救济、教化众生，这与帝王的政治任务是
相同的。东晋慧远在 《沙门不敬王者论》 之
中就认为，佛教的出家人救济处于流转之底
的世俗之人，断绝其业根，广开天上和人间
的转生之路，即使一个出家者修得全德，其
恩惠也会波及六亲甚至全天下，所以出家者
即便不处王侯之位，其道与帝王治世之道也
是一致的。他在答复何无忌对于 《袒服论》
的质疑之中说，佛教与儒教，释迦与周公
旦、孔子在立教的方法上虽然有区别，但有
潜在的相互影响，虽然有超俗和在俗的区
别，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最终
目的，就是救济人民。

在救济人民方面，孔子所说的仁和佛教
所说的慈悲具有共通之处。《修行本起经》 卷
上中出现了“能仁菩萨”的译语，说能仁菩
萨“慈悲喜护，惠施仁爱”，同时使用原本属

于儒教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后汉书》 卷四
十二记载了后汉明帝在永平八年 （65 年） 给
楚王英的诏书，其中有著名的一句话：“楚王
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文中，楚王
英信奉佛教的方式为“尚浮屠之仁祠”，这也
是因为将佛陀的作为理解为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
《孟子 · 尽心上》 之中为人熟知的名言，也集
中体现了儒教仁爱观所蕴含的兼济精神。由
于佛教将慈悲与仁爱相结合，所以中国的僧
人们倾向于救济一切众生，将其作为佛教的
慈悲精神。这对中国佛教最大的改变就是，
让追求救度一切众生的大乘佛教成为了汉传
佛教的主流。

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 （401 年） 十二
月入关之前，中国的佛家尚不能清楚区分大
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所以郗超、孙绰、释
道安、庐山慧远等佛家提出救济一切众生才
是佛陀的慈悲，是因为其符合儒家所说的
仁。其他的罗什入关之前的佛家也都一样，
如孙绰的 《喻道论》 之中，说佛教“弘道敷
仁，广济群生”，认为佛教救济众生是在敷
仁。

而鸠摩罗什则明确告诉弟子们，一切众
生的救济是大乘，追求自身解脱的是小乘。
其弟子竺道生在 《妙法莲华经疏》 序品的注
中指出，小乘的声闻仅以消灭自身之苦为目
的，而大乘的菩萨之道发菩提心，以此涵盖
一切，不以去除自身的烦恼为目的，而专注
于救济一切众生之道。

后秦文桓帝姚兴广求人才，要求沙门道
恒和道标还俗，他在书简之中说：“劝弘菩萨
兼济之道。”这也表明，姚兴认为置身世俗并
致力于救济一切众生 （即兼济） 才是大乘的
菩萨道。姚兴还说道恒和道标这样的出家人
是“潜独善之地”。可以说，姚兴结合了佛教
救济一切众生的大乘主义和兼济天下的儒家
政治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佛教
信者还是非信者，在看待大小乘佛教之时，
都受到了儒教价值观的影响。

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汉传佛
教的主流，并形成了众多的宗派。特别是在
隋唐之后，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

宗，更是中国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吸收了儒、
道思想的教派，佛教和儒教的融合以更直接
的形式表现。如，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吉藏
法师在 《仁王般若经疏》 卷一之中，就将佛
教的五戒与儒教的五常对应，认为不杀生为
仁，不盗窃为智，不淫为义，不饮酒为礼，
不说谎为信。甚至，南宋孝宗赵眘著 《原道
论》，也认为：“夫不杀，仁也。不淫，礼
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
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认为佛陀与孔子
的教导是一致的。

佛教积极兼容儒教，同时又保持了极高
的理论水平，这让一些士大夫对儒教的地位
产生了危机感，创作 《原道》 的韩愈就是其
代表。同时，佛教也出现了不少支持儒教的
代表人物，如北宋著名禅师契嵩、天台宗学
者智圆等，很多人既是佛教信者，也是儒士。

如上所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
佛教信者并没有排斥传统的儒教思想，而是
希望调和儒教和佛教之间的矛盾。

一 开 始 ， 佛 教 传 入 中 国 的 途 径 比 较 多
元，经典的翻译也比较零散，且不成完整体
系。而且中、印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轮
回、业、劫等佛教基本概念在印度是司空见
惯的，而中国则完全没有，经典翻译的过程
就引入了中国传统概念。甚至，还采取过格
义的方式解说佛教教理。牟子引用儒家经典
和老庄思想向儒士解释佛教，理由就是“吾
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这样来看，似乎
佛教走向中国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更 重 要 的 是 ， 信 奉 佛 教 的 中 国 人 成 为
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希望通
过中国化，特别是与儒教融合，以减少社
会和政权对佛教的抵触。荷兰汉学家许里
和 有 一 部 名 为 《佛 教 征 服 中 国》 的 著 作 ，
不仅研究了佛教对中国的改变，更指出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所以，二者
的 关 系 是 双 向 的 ， 我 们 也 可 以 说 是 中 国

“征服”了佛教。从结果上看，佛教的中国
化 是 成 功 的 ， 让 其 在 中 国 发 展 两 千 余 年 ，
虽然中间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等事件，但
是总体而言是稳步发展，牢牢扎根于中华
文明的土壤。

□陈 远

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必须提及教育系
统之外的教育，其中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
职业教育，以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
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两支虽非民
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
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
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为民国教
育的两翼。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
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
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
先生。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
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
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
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
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
洋公学爆发学潮，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
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
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
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
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
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
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 《学校教育采用实
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
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
校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
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
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
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
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
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
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
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开始了职业
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
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
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1899年
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
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
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
棉种及种法”出发，于 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
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
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
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
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
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还需要纺
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
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1912年
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
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
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
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
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
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
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 1920年前
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
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
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
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
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
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
等，共有 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
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
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

回到 1917 年 5 月 6 日，黄炎培、张謇联
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
超、宋汉章等 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
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
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
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
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
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
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
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
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
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
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
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
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
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
地的状况”。

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订立：“职业教
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
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
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
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
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
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
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
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代
表。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说完中华职业教育社，再来说说中华平民
教育促进会。说起平促会，则不能不说到晏阳
初。让我们回到 1943年 5月 24日晚的美国纽

约卡内基礼堂。那里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
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
世400周年大会”正在举行。 在这次大会主席
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
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
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
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
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
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
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
辛劳的果实。”

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
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
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
督教思想的影响。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
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 20万华
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
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
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
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

“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

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
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
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
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
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
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
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
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
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
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
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
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
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
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
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
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
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
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和平促会
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陶行知和晓庄师范学校

在晏阳初发起全民识字运动的同时，同
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 （陶知行） 最早注意到
乡村教育问题，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
中国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
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1926年他发表了 《中
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
年初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
学校，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他的理想是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
的曙光”。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投身
教育，受到了强大的时代因素的影响。早在
1914 年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论文 《共和精义》
中，他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
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
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
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
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
投身教育的思想和志向。

他远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
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
毕业时，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
的邀请，回国投身教育。他在归国乘坐的船
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抱负，豪迈地说：

“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

农村，认为在 3 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
要，主张“到民间去”。他们还立下宏愿，要
筹措 100万元基金，征集 100万位同志，开设
100万所学校，改造 100万个乡村。

1927年元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在
晓庄师范最初的招生广告上明确写清了这所
学校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
改造社会的精神。在两个月之后的开学典礼
上，作为校长的陶行知在致辞中说：“今天是
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
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
大的……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
丰富的教育。”陶行知的教育目标，是要建

“一个有生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每天
早晨 5时有一个 10到 15分钟的全校短会，师
生轮流主持。先唱陶行知填词的校歌 《锄头
舞歌》，继而安排当日的学习和工作，会后是
早操。上午主要是读书，书目一部分由学校
指定，一部分个人自选。下午是工作时间，
内容有田间劳动、简单的工艺制作、校外社
会实践等。晚上是平民夜校活动等。用陶行
知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是“打破装饰品
的教育”。

顺便说一下，创办晓庄学校的陶行知，
既是中华职业教育最早的发起人，也是中华
平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这也从侧面说明，
看似“一盘散沙”的民国教育并非毫无体
系，反倒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干涉，教育保有
独立，才有了如此多元丰富的格局，各个阶
层，各类人才，只要有向学之心，总可以找
到适合自己问学的场所所在。

民国职业教育
和平民教育佛教中国化是成功的文化融合

□金海民

1936年 1月，鲁迅对德国女版画家、 雕塑家凯绥 · 珂勒惠
支 （1867—1945 年） 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女性艺术家之
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 · 珂勒惠支之上。”

鲁迅只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珂勒惠支则忍受了两次
世界大战加给她的痛苦。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
年。在战争爆发后不到 3个月，在当年的 10月 22日，珂勒惠支
的 18岁小儿子彼得，在未经任何正式训练的情况下，无谓地牺
牲在西线比利时西佛兰德地区的迪克斯迈德。1942 年 9 月 22
日，她的大孙子彼得（为纪念叔叔，与之同名），在东线的苏联
阵亡。

失去儿子和孙子后，珂勒惠支将她撕心裂肺的痛凝聚在可
列入她最优秀作品的两件传世之作里。一件是花岗岩雕塑作
品，另一件则是一幅石版画。

一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珂勒惠支就决定要创作一件雕塑
作品纪念儿子。这件作品历经反复构思、创作、修改，在 1932
年——经过了与儿子在世等长的 18年时间，终于在儿子埋葬的
比利时土地上，树立起她的不朽之作。现今，前往比利时迪克
斯迈德市弗拉兹洛德军士兵公墓的人，能看到女雕塑家名为
《阵亡儿子的双亲》的这件作品：中年丧子的男女是那么伤心
——他们采取跪姿。女的闭着眼睛，弯着腰、弓着背，做祷告
状；而男的则双手交叉，手掌分别搭在腰间和手臂上，身体则
挺得笔直……当时，珂勒惠支夫妇都到了现场。他们先站在两
个塑像前沉思，而后走到儿子的墓前，再回到他们两人本人的
花岗岩雕像前，珂勒惠支注视着她的艺术作品——她本人的石
头面孔，又不由得抚摩自己的脸——她哭了起来！

及至孙子彼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珂勒惠支已经没
有了那么多对作品酝酿、构思、琢磨的时间，为此而作的是一
幅石版画《莫将麦种碾成面粉》。在画中，一个母亲伸出双手，
在怀抱中护卫着三个孩子——我们知道，珂勒惠支的大儿子汉
斯有四个孩子，在大孙子死后，就剩下两个孙女和小孙子了。

珂勒惠支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 （现俄罗斯的加里宁
格勒），从小就显露出绘画的天才，先后在该城、柏林和慕尼黑
学画。1891年，与医生卡尔 · 珂勒惠支结婚，婚后，搬至柏林
的贫民区普伦茨劳贝格，她的丈夫在那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
里，他们生活了 50多年。在那里，他们的两个儿子汉斯与彼得
在一天天成长。在那里，珂勒惠支日复一日亲眼目睹了贫穷就
诊者的痛苦、挣扎和抗争。在那里，随着愈来愈多的艺术创作
问世，她的名气也愈来愈大。她的成名作是连续故事铜版画
《织工暴动》六幅和《农民战争》七幅。她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
第一位女院士，而到了纳粹时期，她被褫夺了院士的名号。鲁
迅亲自操持出版的前面提到的版画集，按鲁迅的意思，也是对
女艺术家 70诞辰的一个纪念。然而在德国，纳粹禁止为庆祝珂
勒惠支 70寿辰画展的举办。

1943年 11月，珂勒惠支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的住所遭轰炸
被毁之一炬——她一生中的大部分艺术作品毁于一旦。在两次
世界大战中，她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和她大部分的艺术
产儿。

幸运的是，在遭轰炸的日子，珂勒惠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
在图林根的家里，逃过了一劫。1944年 7月 20日，她迁往德累
斯顿附近的莫里茨堡，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前夕，珂勒惠支在那
里于 1945年 4月 22日逝世。

珂勒惠支与
两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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